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型跨境商业贿赂犯罪频繁发生，司法实践中采取单
一的刑事惩戒制度难以满足我国改革开放深入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贿赂犯罪合规制度的
构建，能够为在华跨国企业应对海外合规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指引，也能为我国相关罪名
的进一步完善或体系整合提供更为确切的参考。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在单
位行贿罪中刑事责任减免的积极抗辩事由，通过提供刑事政策上的配套措施要求企业完善合规
计划，并从免责、减刑等角度激励企业完善合规，建立健全反贿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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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何 群，季 明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刑事合
规十大典型案例中的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检察机关充分考量涉案企业
的具体情况，与企业签署合规监管协议后，制定可
行的合规管理规范，依法对涉案企业负责人作出不
起诉决定，通过对企业提出整改意见，推动企业合
规建设，进行合规考察等后续工作，让涉案企业既
为违法犯罪付出代价，又吸取教训建立健全防范再
犯的合规制度，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当前我国企业
反贿赂刑事合规在司法层面已有所体现。尽管如
此，目前我国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度，特别是单
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有待理
论和实务界的积极努力。

一、我国单位行贿罪实务现状及
问题分析
单位行贿罪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出现的一

种新型贿赂犯罪。我国立法上关于非自然人犯罪主
体行贿的规定可追溯到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
布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将
犯罪主体界定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行贿罪以一个单独的条文规
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当中，并将犯罪主体概括为
“单位”。此后，《刑法修正案（九）》对贿赂犯罪进

行了完善，调整了贿赂犯罪传统的刑罚结构。但我
国现行刑法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远
远不能满足目前司法实践的需求，甚至个别规定在
认定过程中争议较大，削弱了行贿犯罪的打击力
度，不足以回应对行贿犯罪认定惩治趋严的现行刑
事政策[1]。在行贿罪与他罪的界分上，单位行贿罪
与个人行贿罪所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差巨大。单位
行贿的犯罪成本低，自然人触犯单位行贿罪的法定
刑较触犯行贿罪的法定刑悬殊，单位行贿罪似乎为
犯罪人提供了逃避严厉处罚的可能。同时，因单位
行贿罪常常以正常团体形象出现在经济交往与商业
活动中，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合理身份掩盖其所实
施的非法行为[2]。因单位行贿罪从犯意萌发到行为
决策与实施一般都有单位成员参与，个人利益与单
位利益频繁发生重合交叉，企图以单位行贿犯罪的
外衣掩盖行贿罪状以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在实践中
绝非少数，但上述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又难核
实、难取证。

（一） 商业贿赂行为猖獗，企业刑事风
险大

据《201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显示，我国企业家涉及刑事风险的主要罪
名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等 1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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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商业贿赂应该包括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
和单位行贿罪等，上述罪名共占总体罪名的
27.04%，远远大于其他罪名。由此可知，当前我国
企业及其经营者所涉犯罪范围广泛，但在具体涉罪
范围中贿赂型犯罪最为常见，其中商业贿赂犯罪最
为典型，因此需要重点防范企业商业贿赂型刑事法
律风险。
商业贿赂犯罪的治理不仅能保障市场秩序的公

平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重要的是要维护企业经
营发展的可持续性，企业刑事合规正是要维持商业
贿赂犯罪治理的必要性与企业经营发展可持续性之
间的平衡，这也是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核心所
在。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法
律风险的治理，需要调动企业自身的积极性，建立有
效的刑事合规体系。因此，刑事合规要融入企业经营
管理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刑事合规的预防作用，将法
律风险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二） 传统商业贿赂犯罪治理效果不佳

商业贿赂犯罪与普通商业贿赂行为的治理，都
需要国家的外在强制管理和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但
在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治理更强调刑法的事后惩
罚，尤其在我国，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商业贿赂犯罪
行为的处罚往往依赖于单一的刑罚手段。
在企业犯罪之后追究刑事责任这一传统事后惩

罚治理模式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足：首先，事后惩罚
是在企业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实施以后实施，正常的
市场秩序已被破坏，很难有效挽回受损的社会利
益；其次，事后惩罚实现的是法律的特殊预防功
能，惩前毖后的法律效果不佳，难以消除已经造成
的严重社会后果，且实践中企业被认定为犯罪并受
到法律制裁的比例不高。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单
一国家法律规制在企业犯罪预防中的低效能”。面
对这种“低效能模式”，各国纷纷寻找商业贿赂犯
罪治理的替代模式。在美国，人们把目光投向“旨
在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的企业
合规”。可见，企业刑事合规已成为治理以商业贿
赂为代表的企业犯罪的替代方式。

二、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
之理论证成
反贿赂刑事合规作为新的社会治理工具，是需

要努力开拓的具有学科交叉属性的新研究领域 [3]，
在我国单位行贿罪中引入刑事合规，有其合理性与

必要性[4]，从企业和国家角度来看，反贿赂刑事合
规是防控企业贿赂犯罪、减少刑罚的举措，也能有
效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实现单位贿赂犯罪防控；从
单位刑事责任论角度来看，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
减免能够有效转变我国当前对单位犯罪处罚以双罚
制为原则的现状，从而有利于惩治已发生单位犯罪
和预防未发生单位犯罪，进而实现刑事立法的实体
正义。纵观全球，反贿赂刑事合规逐渐已然成为海
外国家新近立法潮流。为进一步完善对企业行贿犯
罪的规制，解决企业与企业内部成员的责任界分，
需要从企业本位思考其刑事责任追究的依据和标
准，进一步明确企业刑事责任的犯罪构成和归责路
径。同时，结合刑法中对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度的规
定，或将反贿赂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免责减罚事由，
或将反贿赂合规作为企业高管法定义务，或在不起
诉协议中将企业反贿赂合规情况作为重要的起诉参
考因素和量刑指标。以此，实现对企业反贿赂刑事
合规制度的激励，也就是企业内部贿赂犯罪预防、
控制制度的激励，并给予企业整改的机会，从源头
上实现企业贿赂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目标[5]。

（一） 企业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
的正当性分析

企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合规目的是对企业所为的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提前介入和预防，以规避犯罪行
为的实害性发生，让企业内部治理体制和实效趋于
合法合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公众形象。因此，
企业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从制度设计、应用
及企业合规整改等诸多环节都是兼具合法性和正当
性的，以下将从对该制度应用中的功能正当性、价
值正当性和制度正当性详细论述之。

1.功能正当性：处罚功能和预防功能兼而有之
企业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制度甫一出

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出现很多不同声音，反对
者认为该种责任减免制度是对我国刑事立法罪刑法
定原则和罪责刑责相匹配原则的背离，是过度重视
企业利益而忽视刑法底层价值的表现，必将导致社
会主义刑事立法实践与公平原则的偏离，这种观点
对于单位行贿罪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中附带的企业
缴纳税款、进行合规建设等处罚措施不以为然，认
为这种处罚仅仅治标不能治本，无法实现刑罚的处
罚功能和报应功能。这种观点仅仅是从形式法治的
角度出发静态机械地看待企业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
任减免制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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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要旨是为了规避和预防企业犯罪，预防和处罚
同等重要，不能用一废一，并非刑罚越严厉，企业
犯罪的治理和预防越有利，基于此，才有企业贿赂
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制度存在的正当性。
对于企业而言，因为犯罪嫌疑卷入刑事诉讼可

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果企业因犯罪嫌疑涉
诉消息见诸新闻报纸，无可置疑，企业的声誉会受
到影响，声誉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虽然不能被直
接体现为账面财富，但企业声誉受损带来的影响是
数据可鉴的，由于客户流失导致的合同损失和收入
减少，以及上市公司股价下跌带来的资产蒸发，企
业但凡卷入诉讼，所需承担的各个方面的压力都是
巨大的[6]。企业建立有效的反贿赂刑事合规，能够
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贿赂行为的发生。反贿赂合规为
企业及其员工提供行为指南，能够降低员工因为不
熟悉法律规定而违法的风险，反贿赂合规体系中通
常包含该企业日常运营中常见的贿赂情形及具体准
则，通过企业行为准则明文列举贿赂情形，并设立
合规专员及时回复企业员工的相关问题，能够为企
业及其雇员的商务活动开展提供指引，确保其在法
律的合法边界之内行动。员工作为企业内部最小的
行动单元，反贿赂合规体系中的员工培训不仅需要
包含贿赂风险的提示，也需要强调公司对违规行为
的处理纪律以及违法贿赂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促使员工树立合法守纪意识，从源头上减少违
规贿赂行为的发生[7]。即使企业合规未能完全阻止
违法贿赂行为发生，在出现违法贿赂行为个案时，
在企业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反贿赂合规也会成为
对企业的有利影响因素。根据各国立法情况，有效
刑事合规的制定可能构成企业免责的积极抗辩事
由，或作为企业减罚的考虑因素，以及执法机构采
用不起诉协议或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考量事由 [8]。
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应用实践中不难发现，企
业缴纳罚款、做出合规承诺、进行合规建设能够发
挥的预期效果丝毫不亚于严刑重典，在企业的警醒
和预防再次犯罪方面实效良多，因此，企业贿赂犯
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制度不论是在预防企业犯罪还
是惩治企业犯罪层面都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实践正当性：单位刑事责任与个体责任二元
分离
刑事立法具有典型的实践属性，伴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单位刑事责任与个体责任在司法实践中
逐渐脱离成独立的两个法律责任，近年来，我国企
业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愈发丰富完备，理论界不再

单纯地将单位作为自然人犯罪的一种单调延伸，或
者仅将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作为承受罚金处罚的
责任主体，而是从更广阔的组织体视角重新建构单
位犯罪理论体系，这也即是单位刑事责任与个体责
任的二元对立理论，在该种新兴理论中，企业合规
要点在于企业自愿独立适法，通过建立合理而高效
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以降低法律处罚的可能性，这
也就意味着传统刑法理论中关于“单位犯罪”和
“单位内部管理人员犯罪”一体化惩罚机制的变革，
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如对企业不起诉的，则无法再
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追求责任。
该种单位刑事责任与个体责任二元对立的分层

理论更能有效评价合规计划对单位故意和过失的效
力，消弭单位内部管理人员责任路径与合规实践之
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且可以为司法审判环节开展单
位合规管理提供更多的司法红利，进一步节约司法
资源，从这一角度言之，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具
有了实践正当性。
当然，单位刑事犯罪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上

的各类探索也为其持续供给正当性，自 2020 年 3
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启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
革试点，起初试点单位有全国范围内的 6 家检察
院，后不断扩充到十个省份的检察院，并最终于
2022年年初在全国全面推开。通过试点，各地检察
院针对单位刑事责任的合规不起诉制度，结合本地
司法实践现状，对单位刑事责任合规不起诉做出完
善，这也为其实施提供了大量经验。

3.价值正当性：企业现代治理趋势和丰富完善
的制度供给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企业现代治理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一
环，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大，企业的生存发展不仅仅关乎自身，更与国家整
体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我国长期以来在企业犯罪
治理和预防方面实行“国家主导、企业配合”模
式，该种模式并不能切实有效地治理企业犯罪，更
遑论提前预防。若想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前置控
制，仍需要结合企业内部逐渐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
发展趋势，引入企业刑事合规，着重于预防违法犯
罪，从企业本身寻找法人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将
企业作为犯罪预防的对象，为注重犯罪预防和控制
的刑事合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9]。同时以法人自
身整体意志为核心的刑事责任理论突破了上级责任
理论的限制，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因此，通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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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刑事合规制度体系建设从而获取不被起诉的从宽
处罚或不予处罚，切实提升企业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另外，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附

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司法实践良好，这可以为贿赂犯
罪的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确立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共计 3万多人，对罪行较轻并有明
显悔改表现的附条件不起诉人数超过 1万人，同附
条件不起诉制度确立前相比收效显著。附条件不起
诉制度除适用对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外，其他情节
均与合规不起诉制度相近，二者适用均为针对满足
特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企业设置一定期限的考验
期。因此，从一定角度而言，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制
度供给充分，立法机关完全可以参照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的相似点来设置合规不起诉制度。

（二） 企业贿赂犯罪刑事合规责任减免
的必要性分析

刑事案件的处罚对企业的影响深远，如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法院对三鹿等奶粉生产商和供应
商给予严厉打击，这也使得整个中国的乳制品行业
的信用遭受了重创，由此可见，企业和个体不同，
一旦遭受刑事处罚等社会负面评价，其负外部效应
影响不仅巨大，持续时间也更长久，基于此，单位
贿赂犯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出现能在一定程度上有
效缓解刑事处罚对企业造成的实质伤害，涉案企业
以自身具备高效合理的刑事合规制度或计划为抗辩
事由，免于遭受刑罚处罚带来的严重后果。检察机
关在依法依规审理之后做出无罪处理的决定，能够
为企业纾难解困，改善企业的负外部效应。此外，
引入企业贿赂犯罪的合规不起诉，也可以推进更多
的企业及时建立自身的刑事合规制度，对于行业风
险管理和自律都会起到良性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很
好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民营企业犯罪
数量在逐渐增加，大量企业因被判处刑罚而出现企
业倒闭和员工失业的现象，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
出现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
避免企业再次犯罪，进而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发展。

三、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
的域外考察
从比较刑法视角来看，在很多国家立法中都认

可了反贿赂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刑事责任的积极抗辩
事由，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定和实施状况影响对

企业的定罪或量刑[10]。企业构建反贿赂刑事合规体
系，体现了企业为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所做的制度
上的努力。尽管企业的反贿赂刑事合规不能阻止所
有企业内部成员的贿赂违法行为，但企业制定并认
真实施反贿赂刑事合规的努力值得肯定。如果企业
真诚履行法律规定的监督义务，制定、实施有效的
反贿赂刑事合规以防控企业贿赂犯罪的发生，应考
虑到在此情形下是否能阻却企业犯罪故意的成立，
即企业无罪的可能。即使因为企业存在过错，未能
有效阻止企业内部雇员犯罪，也应对实施合规的企
业予以激励，降低刑事处罚[11]。下文详述之。

（一） 英美法系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
制度

1.美国模式
美国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表现为检

察官自由裁量权之下的延缓起诉制度，该种制度发
源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前转处协议，也即不起
诉协议（NPA） 和暂缓起诉协议（DPA） 两种模式，
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个体的实际情况及犯罪的社会
危害性、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程度等因素进行综
合考量，最终决定是否放弃刑事指控。该种模式被
转接到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后，充分稀释企业经营
风险，对于企业涉嫌贿赂、欺诈等刑事犯罪中，检
察官提前介入，在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与
满足相关条件的企业签订暂缓起诉协议，引入第三
方机构的外部监督，在协议约定的时限内接受外部
监督机构的情况汇报。当然，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实行至今，美国也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做出一定应
对，陆续颁布了大量的司法文本，为检察官自由裁
量权之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提供法律指引，进
一步丰富完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如 2003年发
布的《汤普森备忘录》对于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
度的企业进行限制，提高了遴选标准；2018年颁布
的《刑事司法事务中的监管人选任》则对外部第三
方监督机构的遴选确立相应标准。

2.英国模式
英国的单位行贿合规不诉制度的出现晚于美

国，2010年英国制定《反贿赂法案》，根据该法案
规定，企业如能自证其制定了严格有效的程序来制
止其他方贿赂，则该项证明可作为抗辩事由使得企
业免于刑事处罚。之后的 2014年，英国引入了美
国的延缓起诉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与执
法机构签订暂缓起诉协议，但英国对该制度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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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改革，极大限制了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强
化了审判法官对与企业签订暂缓协议的实质性审查
权力，也即检察官对签订暂缓协议与否无最终决策
权，一份暂缓协议需要提交法院司法审查后方才生
效，如此，即能赋予企业一定条件下免于刑事处罚
的可能，也能限制检察官违规操作、擅自与企业签
订暂缓起诉协议的权力，切实有效地发挥出该项制
度的预期效果。

（二） 大陆法系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
制度

1.德国模式
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深受传统刑事

立法中的起诉法定主义的影响。因此，德国对检察
官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设置了重重限制，自 20世
纪 20年代以来，随着刑事案件逐渐增多，德国不
得不引入起诉便宜制度，赋予检察官在轻微刑事案
件中自由裁量的权力，之后，适用范围进一步扩
张，不再仅局限于轻微刑事案件，对于一些犯罪情
节简单的重大刑事案件，在接受严格考察后（必须
是基于公共利益之考虑且需经过案件初审法院及被
指控人的同意），也可适用暂不起诉制度。该制度
类似于英美法系的暂不起诉制度，区别在于暂不起
诉制度的适用前提是被指控人的同意，且需适用原
审法院的审理程序。

2.日本模式
日本对于单位行贿罪的合规不起诉制度主要表

现形式是起诉犹豫制度，该种制度是为了减少监狱
羁押人数，节省执法成本。与德国模式类似，制度
实行之初也仅对轻微罪行不立案或训诫后释放，后
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需要，将范围扩张到一切犯罪，
并以立法形式将该种起诉犹豫制度固定下来。根据
《日本刑事诉讼法》 248条之规定，起诉犹豫制度是
检察机关结合犯罪案件属性、犯罪行为人行为危害
性、心理因素以及犯罪之后的表现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量是否有追诉之必要，如确实无追诉必要，
则由检察机关确定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

四、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
构建之中国路径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企业可以成立的贿赂犯罪

中，除国有单位可以成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以外，
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之下
无法成立单位受贿罪，而我国单位行贿罪的主体并

没有所有制上的限制。因此笔者主要讨论单位行贿
罪下的企业刑事责任判断标准，即反贿赂刑事合规
对于企业行贿犯罪归责有何启示。

（一） 激励措施———反贿赂刑事合规作
为单位行贿罪中企业免责、减罚的积极抗辩
事由

对单位行贿犯罪进行追责，应当考虑单位整体
意志而非自然人意志，即应从企业自身寻找对其进
行刑法否定性评价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
反贿赂刑事合规更能回应这一问题，反贿赂刑事合
规制定情况是企业“意志”的体现，对于判断单位
是否具有单位行贿罪的“整体意志”具有重要作
用。企业作为法律上具有理性的“行为人”，具有
选择是否遵守法律义务，选择从事违法行为或是合
法行为的能力，如果因为企业自身选择从事违法行
为，那么企业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在企业已经
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反贿赂刑事合规计划的场合，刑
事合规反映了企业对守法义务的遵循，企业没有选
择实施或者放任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
虑到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定和实施情况对“单位
整体意志”的判断，企业制定并实施有效预防、控
制贿赂犯罪的守法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
业对于贿赂犯罪的反对态度，从而影响企业主观犯
罪意志中“故意”的成立，成为企业的免责抗辩事
由或减罚事由，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为企业内部员
工的违法行为对企业判处刑事处罚，或者说不应对
企业科以太重的处罚。
因此，将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的情况作为单位

行贿罪中的免责或减罚抗辩事由，不仅能够对单位
行贿罪中“单位意志”的认定提供新的视角———从
单位自身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出发，不再受限于
以行为人为中介的责任认定模式。从单位行贿犯罪
的预防角度来看，将有效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定和实
施情况作为抗辩事由，也能激励单位建立、完善并
执行有效的反贿赂刑事合规计划，从而实现单位内
部治理的改善，从源头上抑制单位行贿犯罪。

（二） 惩罚机制———加重企业、高管疏
于履行反贿赂刑事合规建设的消极责任以提
高企业行贿犯罪成本

由于企业本身的逐利性，仅仅将有效反贿赂刑
事合规与罪刑宽缓挂钩不足以遏制企业犯罪。企业
作为商业组织，其主要目的在于营利，因此仅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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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合规成本远大于企业合规成本，合规才会为企业
所重视。因此，反贿赂刑事合规除了发挥刑事责任积
极抗辩事由和刑罚减免功能外，为实现企业合规成本
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加大疏于合规的消极后果，增加
企业和高管的合规义务，将建立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
作为法定义务，并提高企业和高管违法犯罪成本，通
过罚金刑的配置实现对企业和高管的威慑作用。
但加重对单位疏于履行合规义务的刑事处罚的

做法不可在我国单位行贿罪中片面采用，美国的高
额罚金并非单独发挥作用，除了巨额罚金以外，美
国还有刑事追诉环节的配套合规政策。在我国单位
行贿罪中直接照搬高额罚金不仅会因为违反罪责刑
均衡原则受到质疑，也会使得企图通过刑事手段防
范企业贿赂风险的目的落空。仅仅依靠罚金刑的威
慑作用，缺乏从起诉、定罪环节对企业合规制度的
考量和配套激励措施，有违刑事合规制度的初衷。
在刑法中引入反贿赂合规的目的是通过刑罚措施实
现对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的激励作用，既包括从定
罪、量刑环节对制定有效合规企业的肯定，从而予
以出罪或减罚，也包括在和解程序中对有意愿改进
合规方案的企业的鼓励，以制定或完善企业合规为
要求，从而对满足改进要求的企业，不再起诉追究
刑事责任，并在罚金上有所减免[12]。高额罚金只是
用作最后的威慑手段，对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的考
量和相应的激励、处罚措施应包括起诉、定罪到量
刑的各个环节，对制定了有效合规的企业予以肯
定，以及对尚未具备有效合规但愿意改善自身合规
的企业予以改进机会，既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也
发挥有效反贿赂刑事合规减罚的引导作用，奖罚分
明的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既体现
刑罚的严厉性，也反映了企业与国家合作预防刑事
犯罪模式下刑事政策的宽和，诱导企业完善自身合
规体系，成为守法“公民”。

（三） 实践模式———构建合作预防企业
犯罪之中国模式

当前，通过提供刑事政策上的配套措施要求企
业完善合规计划，并从免责、减刑等角度激励企业
完善合规，建立健全反贿赂模式在我国已有一定实
践基础。相关立法层面，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7条中关于“企业严格责任原则”的规定，企业
内部雇员的贿赂行为应认定为企业行为，归责为单
位行贿行为。但如果企业可以证明该雇员的行为属
于个人行为，而不是为企业谋取商业机会或竞争优

势，则企业无需为该名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单位
无需承担行贿责任。企业严格责任的规定有利于从
政策法规层面防控企业内部贿赂违法行为义务。
如前所述，刑事合规实践，在我国司法层面已

经有了较为全面的实践。尽管刑事合规立法尚未提
上日程，但反贿赂刑事合规作为企业的免责、减罚
事由，以及在我国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中引入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考量，适用于企业行贿
犯罪，具有理论和操作上的可行性。

五、结语
企业反贿赂刑事合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万能范本，需要企业根据行业特征、企业特性、
商业活动所在地的法律等进行动态调整，不断完善
并强化执行，才能在企业的日常活动开展中成为企
业犯罪的防火墙，为良好企业文化形成助力。在立
法中规定反贿赂刑事合规，以刑事手段激励企业建
立、完善自身反贿赂刑事合规体系，已经成为国家
预防、控制企业贿赂犯罪的重要方式。我国政府在
近年间推出企业合规标准和指南不仅仅是帮助企业
更好防范海外合规执法风险的需要，也体现了我国
对于合规制度的高度重视。
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目的，在于当民事手

段、行政手段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违法行为时，通过
刑事犯罪立法对单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上的否定性
评价[13]。我国对于企业行贿犯罪所采取的行政手段
和以国家垄断刑罚权为主导的刑事制裁方式，并不
足以遏制单位行贿犯罪，因此引入具有合作理念的
反贿赂刑事合规是未来的立法趋势。通过在我国单
位行贿犯罪立法中引进反贿赂刑事合规制度，有利
于反思我国单位犯罪的法人归责理论和单位“主观
意志”标准，也能以配套量刑措施激励企业制定和
完善自身反贿赂刑事合规体系，借助企业的内部治
理，从源头上实现对企业行贿犯罪的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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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in depth, new types of cross-border commercial bribery crime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adoption of a single criminal disciplinary system in judicial practice can hardly meet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deepening stag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bribery crime compliance system can provide practical and concrete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deal with overseas compliance risks. Meanwhile, it can also provide a more precis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r
system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crim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criminal compliance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affirmative
defense for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ir criminal liability in corporate bribery offenses by providing complementa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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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and establish a sound anti-bribery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emption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corporate bribery;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corporate liability

2000，21（6）：56-59.
[18] 王敏光.庄子个体思想意蕴探赜———以“精神个体”为视角[J].中

国哲学史，2021（1）：13-17，25.
[19] 高峰强，张雪凤，耿靖宇，等.孤独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安全感

与沉浸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7（7）：53-58.
[20] 彭海云，邱凡硕，刘汇涛，等.中国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变迁趋

势及其宏观影响因素[J].应用心理学，2022，28（6）：523-529.
[21] 北京大学哲学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85：150.
[22] 黄克剑.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 [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263-271.
[23] 埃·弗罗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2：79.
[24] 姚汉荣，孙小力，林建福.庄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214-215.

Chuang Tzu's Personality Ideal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y in the New Era

Liu Weiwei, Ren Jiayi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For the personality ideal, Chuang Tzu advocated truth that conforms to nature and opposes outside shackles, as
well as beauty of placidity and infinity. Chuang Tzu′s personality ideal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personality, since it enhances the highest state of umate truth and beauty, it establishes a unique approach to life and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Chuang Tzu′s pursuit of truth, kindness and beauty means a lot to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ies in the new era. The students should be guided towards the natural
aesthetics that values truth, towards the pursuit of mental freedom with proper restriction, and towards the return of nature
in mankind.
Key words：Chuang Tzu; personality ideal; new era; university students; aesthetic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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